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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欣聞牟宗三先生著作全集已出版，這象徵在牟先生思想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研究上一新里程碑。值此盛事，個人認為加以慶祝的最好方式就是對牟先生提出的哲學理論重新再作一番討論、釐清與發展。無獨有偶，筆者同時發現當代新儒學在倫理學方法論上也出現由牟先生的「逆覺體證」工夫再進一步發展、深化之線索。職是之故，個人嘗試以儒學工夫論為主軸加以論述，以呼應此理論新生之脈動。

   本文對「逆覺體證」工夫之評析，是從道德與知識的交互關係切入，因為這是儒學自朱陸之爭以來就不斷引起爭議卻仍未有定論之核心課題（即使在西方倫理學亦然）
。我們的出發點是：一個完整的道德行為應包括道德判斷與行為實踐二者。就後者而言，知識的作用無疑是工具性的，因為就實踐的動力——道德意識而言，知識明顯地無法提供此動力，理由在於二者是異質之物。在此知識真正的角色在助成道德行為之實現，如陽明所說意在於事親，則去求親之溫清定省、奉養節目之知。「逆覺體證」正是把重心放在行為實踐上，所以只能把知識視為道德之助緣。 

    不過考慮到道德判斷的話，情況則有所改觀。乍看之下，知識在我們判斷是非對錯上亦不相干。原因在於：那判斷者不是知識、而是一種決定的功能。可是進一步地反省卻不盡然，當我們說「判斷或決定者不是知識」時，這不構成問題；但這命題如果換成「知識是否為判斷或決定者之條件」的話，答案就比較複雜。因為在直覺判斷的情況中，由於是一種單一主體當下的直接判斷、不涉及反思，我們不感到有任何的概念、知識乃至之前經驗的介入，知識在判斷中的任何地位可以排除；不過碰到道德兩難或道德爭議之際，良心陷入掙扎、衝突之中，此時是單一主體甚至眾多主體之反思，我們也受到類似詮釋學所謂「前結構」的「道德經驗前結構」之影響，這之中倫理學知識、社會道德規範及國家的法律早就交融在這做判斷的應然意識中，只要一從事反思判斷，就必落入此前結構中，因此我們必須給上述問題一個肯定的答案。朱子有見於倫理知識在道德判斷之本質地位，才能指出只做「逆覺體證」工夫會在面對道德兩難時無所適從，而提出另一套工夫作補充，力倡二者之「去兩短、合兩長」。就道德與知識之辯證關係來看，此方向無疑是必要的。

     在指出「去兩短、合兩長」之必要性後，筆者提議以劉述先先生提出的「理一分殊」新釋作為融通二者之理論橋樑。首先，在道德實踐上，陸王心學作為康德意義上的自律倫理學，確為朱子的他律型態所不及。
故本心即理之前提與「逆覺體證」工夫不可棄；可是若要顧及道德判斷，就須同時並重朱子重視理論研究及帶有原則意識的格致工夫，而非僅視為助緣。權宜之計則是對「本心」概念予以新詮。在「理一分殊」新釋中，劉先生主張本心在「逆覺體證」及落實於行為上所呈現者皆是已侷限在某特定時空之「分殊」，而非超越之「理一」，恰為一適當的融通管道。準此，則陸王與朱子所從事的都是在分殊層面的工夫，可同時肯定而無高低主從之別，差異只在前者重道德實踐，後者有得於道德判斷。

    簡言之，本文目標有二。首先要從道德與知識之辯證關係指出「逆覺體證」與朱學兩種工夫型態各自得失所在，證成「去兩短、合兩長」之必要性；其次再從「理一分殊」新釋中覓取資源，探索兼綜二者建立更完備儒學工夫論之可能性。

二.論知識在道德領域之作用

    道德與知識的關係一向耐人尋味。倫理學與經驗科學（如物理、心理、生物、社會等學科）在概念上自是兩個領域，然而這些學科的知識與前者卻又非涇渭分明。自然主義者幾乎是以後者、尤其是心理學的方式來研究前者，在他們的手上，兩者之界線已變得模糊甚至消失；非自然主義者因嚴分價值與事實，一般而言反對知識在倫理學中的優位，卻也不完全排除前者之作用，只不過這作用落在第二序的輔助地位上。如摩爾（G.E.Moore）就將知識定位為判斷可達到目的善之行為的角色，而把察知善自身的功能歸於道德直覺。基本上，倫理學家同意知識在道德中有其地位，只是在這作用為主要或次要、基本或輔助上有歧見。筆者認為：要從二者千絲萬縷之關係中理出頭緒，莫過於直接回溯吾人日常道德經驗，針對道德行為之通性予以剖析。在這過程中的發現是：人們往往是在面對一道德情境而產生一種應然意識，此意識首先表現為一判斷意識，判斷一事態之是非曲直以及該做何相應之行為，此時又形成一實踐意識之決斷，驅使人實踐此行為。如此一來，我們可以說一個完整的道德行為包括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二要素，缺一不可。我們這裡所謂「道德」於是包含此二者。另外，對於「知識」一詞也須有所簡別。通常所謂「知識」，多半指經驗或科學知識，然而，還有一種倫理知識，亦即對各種道德理論、原則，社會之倫理規範，乃至自己與他人之前倫理經驗的知識。往往在討論中被忽略，而這種知識卻與道德判斷息息相關，分別檢視這兩種知識在道德兩要素之作用，才可對道德與知識之關連有一較正確的認識。

（一）知識與道德實踐

    本文先從知識與道德實踐的課題開始，原因是相對於道德判斷、知識在此之作用顯得單純許多。休姆早已指出知識或理性只能是情感之奴隸，在道德行為中之真正動力乃是一種應然的實踐意識或謂道德感
。這種情感狀態，無任何概念運作，也不能是觀念之連結，與知識根本是兩種東西。任何知識的積累或歸納既不能使之增減，也無以令其改變。可以說知識對一行為之實踐與否根本無能為力。

    可是知識也並非與道德實踐全無干涉。就之前提到的兩種知識而言，經驗知識可以在道德判斷「後」幫助道德行為之實現。這就是陽明所說：「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求個清的道理。」
知識是道德意識（思孝親）表現於道德行為（思量父母的寒熱）的輔助者（溫清的道理）。勞思光先生以「根源義」與「完成義」解釋道德，並判定知識乃在「完成義」上與道德有關，也是表達這種思路。
可見知識也是道德實踐上不可或缺的工具。

（二）知識與道德判斷

    在知識與道德判斷的關係上，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正由於吾人認識到這些事實，才會判斷某些行為是該做的。例如我知道父母養我、育我之事實，才判斷應該孝順父母。除了要面對摩爾（G.E.Moore）「待決問題論證」（the open question argument）之詰難外，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也忽略了一個關鍵，就是在二者之間必經過一種應然意識之媒介，在我知道父母養我、育我時，會產生一種感動，正是這份感動使我認為應該孝順，並從事孝行，這份感動亦即應然意識，兼為道德實踐與判斷之原理。所以真正作判斷的，是此應然意識、而非任何經驗知識或事實。後者在此只是輔助性質，提供遭際對象或事態之訊息，供道德判斷之用。可說是判斷「前」之參考功能。然而若考慮到道德判斷「中」之結構條件，倫理知識卻是其中之一。這要從眾道德判斷的不同特性說起。

    有時我們做判斷無須任何思考，全憑道德直覺行之。孟子提出的乍見孺子將入井而起的惻隱之心正是最好的例子。此直覺乃應然意識中判斷與實踐兩要素同時俱顯，前者直接伴隨著後者。不過很多時候判斷意識會處於分化與矛盾中，就個人而言，此矛盾表現為在自己之中不同義務或價值之砥觸，又必須擇一而行、不能兩全。忠孝難兩全的道德兩難正屬之；這種矛盾亦可能是不同人對同一件事的判斷意識之分歧，形成一種道德爭議。以上兩種矛盾形成一種反思過程，判斷意識必須做個人之自我調停或眾人之互相整合，無法與實踐意識直接連結（因已有思慮營為之介入）而即決即行。而且反思判斷之完成往往有賴某種「理據」。直覺判斷是應然意識感而遂通的呈顯，道德主體無須再找任何裁決之依據；但在反思判斷中，判斷意識必須基於某種根據在正反兩方（或多方）中尋求協調或取捨之道。剛才提到知識必須為道德判斷之先決條件，這不發生在直覺判斷的情況，因為它是一種直接的感受或意志決定，不經過反思。只有在反思判斷中，這項命題才成立。

    為了澄清這問題，最好先參考詮釋學的一些論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曾反對胡賽爾（Edmund Husserl）以反思獲得原初經驗的方式，認為在反思的情況中，任何體驗都已經過再造及變化，失去了直接性與原初性。情況毋寧是：在人的一切反思及理解活動中，都存在一種前結構或先入之見之影響，而進入一種詮釋學的循環中，這是理解活動之可能條件。

    道德判斷是應然意識的運作，也可說是一種道德情境中的理解活動，是主體與當前道德情境之對話過程。它與詮釋學探討的理解活動雖不可完全等同，兩者同樣具有反思的情況則甚顯。所以無可避免地，反思判斷也會不自主地受到前結構乃至先入之見的左右，只不過這是一種道德性的前結構。在反思性的道德判斷中，吾人以前的道德行為經驗、社會倫理規範、國家的法律以及一些倫理學理論或原則往往如影隨形地起作用。此時雖然不是這些道德經驗或倫理學知識在為我們作判斷，但判斷所以可能卻全仗這道德的前結構，受這前結構之引導。它不是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剛才提到反思判斷必須基於某種「理據」作決定，這「理據」可能是道德原則或理論、國家的法律、社會的行為規範，換言之，這些理由正來自倫理知識組成的前結構，也正因不同前結構提出不同理由之影響，才會有眾多道德判斷之分歧與對立。

    此外，每一次的道德判斷，不論是直覺或反思性的，都將沉澱在這道德判斷前結構裡，成為其中一部分，一起作為下一次判斷的條件，使這前結構不斷發展、深化，形成一種類似詮釋學循環的道德判斷循環。而且既然無法避免此循環，就只能力求消除其中不合理、錯誤的成分，培養較合理、較具包容性而符合大多數人道德意識之前結構，形成不斷進步的良性循環。這正是倫理學理論原則日益改良、深化的基礎，應用在實際生活中，也能令我們的道德判斷更成熟、完善。職是之故，道德經驗與倫理學知識作為良性循環之動力，自是理想的反思判斷之本質要件，而非道德實踐時的工具性角色。

三.對「逆覺體證」之檢視

    就當代新儒家而言，傳統儒學重心在「為己」之成德之學，專心致力於道德意識之存養與擴充，以求道德行為之徹底實踐。牟先生繼承的正是這方面的慧識，才以「智的直覺」釋德性之知，申明仁心性體為發展至其極的康德自律主體，堅持立本心之「逆覺體證」
才是工夫論正途，對知識在道德實踐中的輔助角色也有正確認識，牟先生指出：

   良知天理決定行為之當作，致良知則是由意志律而實現此行為。然在「致」字 

   上，亦復當有知識所知之事物律以實現此行為。吾人可曰：意志律是此行為之  

   形式因，事物律則其是材質因。依是，就在「致」字上，吾人不單有天理之貫 

   徹以正當此行為，且即於此而透露出一「物理」以實現此行為。 

    牟先生的觀點是；每一道德行為都是本心良知與經驗知識合作所成就者。前者決定行為方向，後者決定行為內容。例如在本心下「孝」之判斷「後」，為了在行為上貫徹此「孝」的指示，就必須探求相關知識。知識因此是「孝」心實現的條件。

    除了交代經驗知識在道德判斷「後」的工具作用之外，牟先生也指出這種知識在判斷「前」的參考功能。一是提供對象供本心斷制。如本心從對「親」之認識而下「孝親」之指令；二是在兩義務衝突的道德兩難情況，為本心提供背景資料以備取決。
陽明所謂「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
正是這種思路。不過也因只專注於經驗知識在道德判斷「前」「後」的輔助功能，遂而認為所有知識在整個道德領域都只有助緣角色，輕忽了倫理知識在道德判斷「中」的本質地位。這還要做進一步的解釋。

    之前我們提到道德判斷有直覺性與反思性兩種情況，後者依其涉及的主體又可分為兩種。如果是單一主體之反思，這是一種道德兩難；而通常稱為道德爭議的，則為眾多主體的反思判斷。以下分別從這兩方面來檢視「逆覺體證」。

（1） 從道德兩難來看「逆覺體證」

    道德兩難的定義是：「所有且唯獨只有那些情況，其中一行為者在同一時刻有兩個選擇，兩者各別來說皆應採納，要兩全其美卻又力有未逮。」
英國倫理學家黑爾（R.M. Hare）稱這些情況為「道德衝突」（moral conflict），並提出一簡單明瞭的說明：「我應該做A，並且我應該做B，而我卻不能同時做二者。」
細分之下，道德兩難又有「弱意義」與「強意義」兩種。在「弱意義」的道德兩難中雖有兩義務之衝突，但可輕易地分出其高下與急迫性，孟子所舉之「嫂溺」、「不告而娶」等例
，都是「弱意義」的「道德兩難」；至於「強意義」的「道德兩難」則是指兩義務難以決定其高下及迫切性的情況。

    根據前面的分析，不論是強或弱意義之兩難，既然都是反思判斷，那我們就必須多充實倫理知識，以形成優良的道德前結構，引導吾人做出較妥善的判斷。尤其在「強意義」的道德兩難中，最好有應急的反應原則
，才有利我們在突發狀況做出較適當的決定，不會措手不及。

    在「逆覺體證」的工夫型態中，陽明算是對道德兩難著墨最多者。顧東橋對道德兩難問題的看法是：世事之複雜與瞬息萬變，造成許多判斷上的困難。像舜之不告而娶、武王之不喪而興師，都涉及不同準則的衝突，必在平時學習「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才能以為「制事之本」而「臨事無失」。陽明回答他說：

   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 

   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    

   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巳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    

   問之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 

   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不告而娶與不葬而

   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

   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

   亦遠矣。

    陽明認為面對道德衝突自然須要知識，但仍是要先致良知，以良知發動識心對具體情況做了解，再予以評估，就能為我們指引一方向。舜與武在作「不告而娶」、「不喪而興師」的決定時，並沒有相同情境的任何範例知識可供參考，若說前者是判斷之依據，那他們如何抉擇？重點唯在平時立得良知，遇事再「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了解情況後，以良知「權輕重之宜」，發現「無後」與「不告而娶」，「救民」與「不喪而興師」雖不相容，卻較重要而迫切，遂選擇後者。

    陽明的立場是：世事複雜多變，每一境況各各不同，所以「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是認識不完的。立先本心以為定盤針，一切知識就能為我們所用；如同有了規矩尺度，我們就能決定一切的方圓長短。所以說「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
。我們對情境所須要的知識是無窮無盡的，就如同方圓長短的數量是無法計算的，唯有先立本心，以之為指南，遇事再吸收相關知識，自能作成適當判斷。
    依上述，不能不指出陽明把道德判斷想得過分簡單。立本心固屬必要，臨事再吸收知識則有待商榷。依陽明的方式去做，處理「弱意義」的「道德兩難」尚可，一旦面對「強意義」者恐出現問題。在基本方向上，陽明的看法接近境遇倫理學（situational ethics）只提出一形式原則（如上帝之愛），再視所處情境決定具體義務的思路。其優點是靈活、不死板僵化以致對道德情境之殊異反應遲鈍；缺點是忽略了道德兩難既是反思性判斷，則必受由倫理知識構成的道德前結構之左右，若平時不重累積道德知識，研究道德原理，會導致前結構中缺乏可用之應急原則，在一些緊急狀況顯得捉襟見肘。每一境況自不能完全相同，但往往還是能在部分情況中發現類似特徵，適用類似的解決方式。黑爾（R.M.Hare,1919--）曾指出境遇倫理學與某些極端存在主義者之錯誤正在忽略一些簡單原則之作用。那就是：

   在我們自己身上建立起相對地簡單的反應模式（這模式若以字句表達──如果 

    可以這樣做的話──將是相對地簡單的指令性原則），裝備我們去應付新的、

   但在重要特徵上類似於過往曾遇過的突發事件。

    如果我們必須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面對每一新處境，不但事實上不可能，即使可能，也必常陷入手足無措之窘境。就「強意義」之道德兩難而論，若沒有建立一種簡單應變模式，而如陽明所說在本心呈現後再對情況作瞭解，恐難解諸燃眉之急。可以說，單單只做「逆覺体證」的工夫，由於不重道德理論與原則、事例之研究，遂缺乏指導判斷之條文式規則的幫助，在實踐上有緩不濟急之隱憂。

（2） 從道德爭議來看「逆覺體證」

    相較於道德兩難，道德爭議（又稱為道德分歧。墮胎、同性戀等受爭論的社會議題正屬之）是一更複雜的問題。因為它不僅是一個而是眾多主體之反思，涉及不同的道德判斷前結構之歧異與矛盾，因此所需之倫理及經驗知識也更繁瑣。畢切普（Tom Beauchamp）曾將那些已成功化簡並部分解決道德爭議的方式整理如下
：
1. 許多道德分歧起因於道德爭論的各種觀點所針對的事實。獲得這些事實之關鍵性知識則至少可以部分地解決道德爭論。

2. 爭論可以通過使雙方在概念和定義中達到一致而解決。在某些情況下，規定一個定義或清楚解釋所用術語的意義，對於解決爭端可證明是充分的。後設倫理學在這方面有很好的發揮，可惜卻多用在證成而非解決分歧上。

3. 爭論雙方若能在一個共同的道德原則框架上取得一致，道德問題的解決將變得容易些。畢切普提到，美國國家專門委員會業已應用此方式於政策討論中。他們評定「尊重人」、「行善」和「正義」為三基本道德原則，由當代哲學倫理學詳細地加以分析，應用於委員會面臨的道德難題。該團體評定的記錄證明：共同的道德原則框架極有利於道德爭論問題的解決，並且在許多方面達成一致。

4. 使用例證和反例證有助於道德爭論之解決。這正是法庭和辯論比賽中推理模式之翻版。一方詳細列舉事實的證據論證自己的主張，另一方提出許多反例駁斥其論點，結果分歧雙方中事實證據佔上風者往往顯得是正確的。

5. 指出一方論證之前後矛盾、或其意料之外的後果。揭露一論證導出的結論不是提出者準備捍衛的或事先預期的東西，則其或須改變其論證，否則就須承認論點佔不住腳，有助分歧之消彌。

    在這五種方式中，除了3以外，其它四項實際上都是涉及事實認知上的差異，遂而不是在義務上的衝突或基本道德原則之分歧。故皆直接仰賴知識或經驗的幫助，知識越豐富就越能在這四種方式的運用上得心應手。真正有關道德衝突或分歧的是第3項──建立共同的道德原則框架。因為這正是要對原則或義務確立一優先次序，以助定奪。這種架構之建立，正是基於倫理知識形成的道德前結構以及開放的討論與道德視域之交融，在不受私利或激情、偏見之干擾下達成。
    反觀「逆覺體證」工夫型態下的儒者，對解決道德爭議之系統討論卻付之闕如。這印證了一種觀點：得之於道德實踐，失之於道德判斷。本心性體之肯定乃針對為己成德之學而設，就個人之道德實踐而言，理論之全盡與實效無庸置疑。證諸現實，許多儒者表現出之氣節、風骨與道德修養就是最佳說明。但落在群體社會上看，對許多道德爭議與分歧卻難有良策，無法兼容個別差異於一爐，於是在政治和公共倫理上遲遲未有突破。以孔子視宰我反對三年之喪為不仁為例
，平心而論，就表現孝心而言，守三年之喪只是方式之一、而非唯一；宰我主張一年之喪，是為從事其它有益之事，以免禮崩樂壞、諸事荒廢，而非枉顧親恩，用在個人享受上。這也可以是他個人表現孝的一種方式，所以他自然「食夫稻、衣夫錦」而能安。就筆者個人而言，若我完全不服喪，而發願以赴偏遠貧窮地區做醫療、教育服務或其它慈善事業的方式來紀念父母，也自覺比服三年之喪來得有意義。仁心之表現不可拘於一時、一地之慣例而定，有人服三年之喪才心安、也有人認為做其它有益之事才是真正孝心之表現，只要不是出於人欲之私，都是可接受的。孔子必以三年之喪為仁，正是基於其本身之道德前結構而來的判斷，別人同樣也會受自己的前結構之引導，作出不同的判斷，宰我之不能認同實非無據。是以在面對道德爭議時，除了要意識到前結構對自己的影響外，更須平心與他人溝通、討論，使不同前結構下的不同道德視域作交融，找出一可行之共同道德原則以解決爭議，不致僵持不下。

四.朱子與「去兩短、合兩長」

    本文已從道德兩難與道德爭議兩種反思判斷審視「逆覺體證」，可以看出就道德判斷而言，正如李明輝先生所說：「本心所固有的道德法則所決定者是一事之當為不當為。」
但由於不及見到倫理知識與道德前結構之作用，遂無法處理兩義務或當為之事砥觸時如何取決的問題。鑒於朱子倡言的格物致知，正因強調倫理知識的主導地位，被陽明批評為「務外遺內，博而寡要」
。現在就要藉由朱子對道德判斷之相關論述，思考此評是否公允。

    朱子格物致知之理想是要使心在未發時保持「無情意、無造作，淨潔空闊」的氣象，已發時是「七情迭用、各有攸主」之狀態，這兩種心境即是心之本然之明德狀態。其方式是在內省與求倫理知識並用的過程中漸漸化除心之雜念、激情、我執而回復此狀態。可見朱子最後目標亦如「逆覺體證」，都是要達到一道德自覺的意識狀態，是以劉述先先生才說「朱子已先預設了象山所說的本心」
。差異在於朱子走漸悟，且心總為經驗性；而後者走頓悟，心兼具經驗與先驗雙重身分。朱子既以道德意識之呈現為目標，則倫理知識自為助緣，因為兩者根本是異質之物，後者只能使人去構思或想像此一本心呈露的狀態，這仍只是對本心之擘畫與仿效，而非其自覺地呈現。故雖具強調之效，畢竟是間接而外在，不如「逆覺體證」來得直接而內在。可是朱子必以外求的格事物之理為本質工夫之一，就立本心而言，的確走了許多冤枉路。而且由於漸磨之習心能否如理合度並無必然性，只有悟了後才能如此，故於磨之過程中全無法做主，這也是朱子難題所在。

    不過換個角度看，朱子的格致工夫雖於道德實踐嫌迂迴，對道德判斷卻有優於「逆覺體證」的睿識，才能看出只作尊德性工夫會在應變上出問題，預見其後的陽明會步向的錯誤。他說：

   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  

   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  

   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 

   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

    朱子認為節目時節複雜而多變，因此須在平時多作道問學的博學審問工夫，建立一種簡單的反應模式，才能應變得當。若只從事尊德性之自了工夫，恐怕臨事容易倉皇走作，不是牽強去應，就是誤認人欲作天理。而朱子建立道德判斷模式之步驟可總括為三：一為道德意識之培養（此心「虛明純一」
，亦即前述之心之本然的明德狀態），二為道德原則與典章制度之研讀（融會義理
、「理會典章制度」
），三為應用個人所得於史事得失之評判（「觀古今治亂興亡得失之跡」
）。其中對道德理論規範等相關知識之重視，有助於培養良好的道德反思前結構。而且先讀經以體會義理之常，再讀史以評判治亂存亡之蹟的方式，既要確立基本道德原則，又藉史實範例應用原則於其得失是非之判斷，也可以建立一道德兩難應變模式。    

    由之前的分析來看，要具備良好的反思性道德判斷能力有兩要素：一是倫理知識的累積，二為義務優先性原則的擬訂。朱子無疑做到了第一點，當然，他並沒有提出決定義務的優先性原則，也不如畢切普能整理出解決道德爭議的五種方式，不過他仍正確地指出「逆覺體證」工夫不足之處，同時也提供了可貴的補充。
    職是之故，學者在評量朱子工夫論之際，須兼及道德實踐與道德判斷兩方面。由於朱子要藉倫理知識的探求建立道德意識，故在道德實踐上有虛歉，也無以成就系統的經驗知識；然而，這種偏向在道德判斷上卻造就了兩項貢獻：一是幫助儒學找出本身問題所在。他對只做尊德性工夫在應變方面的流弊與後於其幾世紀的黑爾所見略同，令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見之明。二則其格物窮理的研究原則與重視範例之意識，既可建立一種應變模式，彌補「逆覺體證」在道德兩難的弱點；也能呼應西方倫理學著重條文規則、理論研究之傳統，充當兩者對話交流以及在更高層面做出綜合之著力點。

    既然「逆覺體證」長於道德實踐，朱子又有得於道德判斷、並可作為中西倫理學融通的橋樑，那麼朱子「去兩短、合兩長」的提議是我們必須正視並實行的。筆者認為，凡欲從事道德哲學的理論思索及實行者，無不或隱或顯地預設「去兩短、合兩長」之前提。劉述先先生曾指出一吊詭，就當代新儒家而論，即使其中不乏對朱子有微詞者，治學方式卻全都由所謂「尊德行」轉為「道問學」，劉先生說：

    新儒家是把自己的生命貫注在學問之中，而成就了所謂“生命的學問”。而這 

    實際上更接近朱子的道路，不必為象山所贊許。

    劉先生在此指出當代新儒家雖較重象山的「尊德性」工夫，卻不可免地以從事朱子「道問學」為主，可見只要做倫理學的探討，「去兩短、合兩長」是必經之路。我們還可以李瑞全先生近年為融通中西倫理學所提出的「儒家生命倫理學」為例證。李先生視儒家與康德義務論和功利主義為鼎足而三的主要道德理論體系，各體系本身又由最高原則、中層原則、與低層的行為規則三種原則組成。在儒學，第一層原則就是仁，第二層原則可包括自律、不傷害、仁愛和公義四原則與儒家獨有的參贊天道原則和經權原則等，最低一層則不一而足，可涵蓋日常生活中許多道德規範。而儒家的道德判斷結構是「以經權原則貫穿道德原則、道德規則，輔之以道德人格與德行修養，提供我們一個較全面的道德指引的結構」
。培養道德人格與德行修養的方法莫過於立本心之「逆覺體證」；不過說到道德原則與規則的研究，卻須朱子「融會義理」的態度，這豈不就是「去兩短、合兩長」之應用？

五.「理一分殊」新釋與「去兩短、合兩長」之完成

    現在筆者想嘗試的另一項工作，是指出如何「去兩短、合兩長」。基本上，「逆覺體證」並未排斥朱子之工夫論，只不過堅持己方理論相較於後者之優位罷了。所以目前的重點在：如何於一個共同的架構下使二者處於平等的地位？筆者發現，劉述先先生近年提出的「理一分殊」新釋，適可承擔此任務。

    （一）本心良知之難題。當代新儒家詮釋儒學傳統之基本精神是──從個人的道德實踐體現出天人合一之境界，使有限通於無限。就儒者而言，當人於仁心呈現時，能不斷地化除氣之偏而順應此心之要求去做，此時吾人之性即是天之性，有限之人成為生生之天道的具體表現，正是牟宗三先生所謂「此時天全部內在化，吾之性體即是天，天地亦不能違背此性體。此時天與人不但拉近，而且根本是同一，同一於性體。」
所以徐復觀先生才釋孔子「天下歸仁」為「人在自己生命之內所開闢出的內在世界」
。

    然而劉先生指出，儒者從未在政治或道德領域內真正獲得相應此理境之成績，在前者，政治化的儒家往往成為朝廷意識型態的守護者；在道德領域，三綱五常等倫理規範儘管曾發揮穩定社會之作用，但後來漸成為吃人的禮教，無法因應時代要求，其普遍性早已不攻自破。
這些現象不啻是說：在理論上，儒者提供我們一高超美妙之理想；但實際上，這理想卻從未達到。於是傳統思想在外來強勢文化之步步進逼下，不得不相形見絀而節節敗退！
    （二）「理一分殊」新釋。儒家理想應用在現實上的折曲形成劉先生對「理一分殊」再詮釋的背景。其根據為莊子《齊物論》中的「兩行」之論。莊子所謂「兩行」乃是非二相對層次之事，而與道為一之境界就是要超越此是非相對二相。劉先生的創意是：將與道等同之「理一」和經驗相對之「分殊」視為「兩行」，不是只體證了「理一」就是見道，必須兼顧「理一」與「分殊」才真是體現「兩行」之理。劉先生說：

   「理一」與「分殊」才是兩行，兼顧到兩行，這才合乎道的流行的妙諦。從天

   道的觀點看，一定要超越相對的是非，道通為一，這是「理一」的角度。但道 

   既流行而產生萬物，我們也不能抹煞「分殊」的角度，如此燕雀有燕雀之道， 

   無須去羨慕大鵬。既獨化（分殊）而玄冥（理一），這才真正能夠體現兩行之

   理。

    以傳統角度來看，本心之呈現與其落實於行為皆屬「理一」之範圍，故在此說「天與人不但拉近，而且根本是同一」；「分殊」則是經驗事相之領域，舉凡人之認知活動、習心習性、感官肉欲皆屬此類。劉先生則將「分殊」的範圍擴大，把個人的道德實踐行為也納入其中，故「有限雖通於無限，但並不等同於無限」
。於是任何價值的具體實現，也只是仁心在某人於某個時空限定下之表現，此固然是合乎天道之表現，但絕不再是與天同一。因為「天道是無限的，生生不已的，但具體落實到人，人的創造是有限的，受外在條件制約，有沒有巨大的成就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決定的」
。至於「理一」，則只有一體之仁的本心良知才屬之。但既然只要人之表現都是有限的，所以即使是個人當下之良知呈現，也不足以為真正的「理一」，故「理一」最好只是一終極關懷之確立。

    如此一來，劉先生新「理一分殊」說之大要是：「理一」（仁、本心、良知）一定要在有限之「分殊」（個人的行為實踐）才能具體實現而非憑空之抽象，但一在「分殊」中表現，就不再是無限之「理一」，兩者成了一辯證關係。

   「至誠無息」是可以嚮往而不可以企及的超越境界（理一），要具體實現就必

   須通過致曲的過程（分殊）。生生不已的天道要表現它的創造的力量，就必須

   具現在特殊的材質以內而有它的局限性。未來的創造自必須超越這樣的局限性，

   但當下的創造性卻必須通過當下的時空條件來表現。這樣，有限（內在）與無

   限（超越）有著一種互相對立而又統一的辯證關係。

    由劉先生的新「理一分殊」說來看，儒家思想之所以在現實上未發揮預期的作用，正是在於把某個時代或個人之價值實現（如三綱五常）等同於無限而不可改易之仁心的表現，這是錯將「分殊」視為「理一」。這也適用於之前談到的孔子對三年之喪的堅持。超越的「理一」雖有一指向，但不可聽任其僵化固著，王船山所謂「不以理限事」應該對我們有一種警惕作用。

    （三）「去兩短、合兩長」之完成。「理一分殊」新釋對「去兩短、合兩長」的幫助是：它為兩者提供一並行不悖的架構。既然個人由本心呈現（亦即「逆覺體證」）到表現於行為之道德實踐過程亦屬於「分殊」，則其性質與本來就在經驗層面作工夫的朱子並無二致。不會再有一為「理一」，一為「分殊」的對立。二者之差異於是不在何者為支離、歧出，而在各自功能、角色之不同。「逆覺體證」適於道德實踐與人格之培養，於此可以取代朱子格物窮理的工夫；可是為求道德判斷前結構之良性循環，我們必須同時肯定朱子注重倫理知識累積與建立道德兩難應變模式的用心，而且還要從事義務優先性原則的制定以補朱子這方面的不足。筆者認為，要促成道德判斷能力的全面發展，有賴四種應用知識之方式。我們可稱之為四種“how”：

1. 道德實踐上的“how”。此時知識的作用有二：一是唐君毅先生所謂的德性之知或良知，直接通過知識之知而表現之情形。
亦即牟宗三先生所謂本心從對「知親」之認識而敷施發用下「事親」之指令的情況
。二是在道德判斷完成後，又可提供如何落實道德判斷、實行道德行為者。亦即從「孝親」過渡到「知親之溫清定省」的知識。

2. 道德反思上的“how”。亦即前述養成良好道德判斷前結構所需之倫理知識。

3. 道德理論上的“how”。這是將我們的道德判斷以命題或語句表達成公式者。因此涉及邏輯知識。進一步來說，我們對原則之檢驗、修正與理論化、系統化也是這種知識的應用。

4. 道德溝通上的“how”。 畢切普歸納的解決道德爭議五方式中，除第3項要列入道德理論上的“how”之外，其它四項皆可劃入此範疇。

    除第1種應用方式之外，儒學於其它不是未意識及、就是鮮少應用，尤其3、4兩種即使朱子也未提及。這在道德爭議上流弊特顯。蓋爭議中為證明本身立場之正確，必須提出令人接受的論據，只訴諸休養或人生閱歷之高低（當然有時爭議的確與此有關，但兩見識與德性相當者對同一件事之分歧仍是常見的）不但不足以壓服對方，反顯自負與頑固之態。是故加強這方面的應用乃當務之急。還要附加說明的是，這四種知識的應用並非總是單一的、反而常常互相伴隨。如此分辨是為概念上的釐清，非謂實踐上可以各自孤立。

六.結語

    道德與知識的關係以及對儒學工夫論的反省交織成本文之核心。在對前者的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道德與知識呈現出一種辯證關係。在道德實踐中，是道德意識指導經驗知識，兩者確有主從之分；道德判斷的情況則比較複雜。在判斷「前」「後」，經驗知識為助緣；在判斷「中」，倫理知識是反思性判斷的可能性條件，此處不是判斷者並非知識的問題，而是只要作判斷、就必受這些知識形成的道德性前結構之引導。我們可以如此比喻：在跑的不是輪子、而是車子，可是沒有輪子，車子也不能跑。如果把道德判斷想成車子，知識正是它可以跑的輪子。知識之關鍵性既顯，結論自然是：在道德領域，「逆覺體證」及倫理知識研討與理論建立同為無分主從之本質工夫。

    若以上結論成立，就可藉以判斷牟先生提出的「逆覺體證」工夫得失所在。在道德與知識的辯證關係中，牟先生看出了道德實踐的那一面，不過朱子卻在道德判斷上有較正確的認知（雖然其方法與理論仍不完備）。因此朱子「去兩短、合兩長」的建議必須予以正視，兩者截長補短的公約數恰巧又可在劉述先先生力倡的「理一分殊」新釋找到，於是一套融合兩者的儒學工夫論才水到渠成。

    最後要交代的是，本文的論證工作也意在建請學者注意當代儒家倫理學方法論可能遺漏的一個環節。之前提到李瑞全先生的「儒家生命倫理學」乃朱子「去兩短、合兩長」之路數，因為其方法是儒學立本心搭配西方倫理學理論研究與原則擬訂之進路，而這意味著倫理知識必須抬高至與「逆覺體證」同為本質的地位。然而照陸王心學的精神來說，重點唯在先立本心，西方式的道問學工夫雖然不被排除，但為次要之助緣則無疑，而且與道德有關的認知活動多是在本心呈現後應其要求而坎陷才進行。是則，這些中層或低層的原則之擬定與排列在陽明是枝節末葉者，本心無須這些原則而自能斷制。在這種態度下，李先生的體系能否出現不無疑問。所以李先生若能先從事本文的工作，申論「去兩短、合兩長」之必要性與可能性，其方法才有在儒學架構下之合理性，否則可能有理論比附之虞而非「儒家」生命倫理學。據是，筆者乃不揣淺陋，希望能為此提供一方法論的證立。疏漏之處，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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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此問題在中西哲學都事關重大，可是兩方探討的內涵卻不盡相同。道德與知識的關係在西方主要焦點是實然應然問題，亦即：從事實是否可以推出道德原則？也就是道德原則的形成與根據問題；而中國哲學則更多地強調知識與成德（亦即道德實踐）的關連及道德原則是否必要這兩點。朱子與陸王的歧異反映了前者，陽明與徐愛的問答則牽涉後者。這種差異會隨後文的開展而更明朗。


� 有關朱子如何算是他律型態及康德自律倫理學之確義，除了牟宗三先生的相關論述外，亦可參閱李明輝先生所著《儒家與康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版）或拙作〈再論朱子歸入自律倫理學的可能性〉，文載《鵝湖》雜誌，2000年11月305期，頁54—64。在拙文中筆者亦指出朱子雖不是康德意義下的自律倫理學，卻可歸入謝勒所謂「人格的自律」型態中。


� 主張道德感作為道德行為之動力，康德與儒家所見略同（雖然同中仍有異），關此李明輝先生亦在其《儒家與康德》一書中有詳細而深入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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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離婁上〉有云：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孟子曰：「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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